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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吕留良形象的文学差异 

——以《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 

刘韵鸥
1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涉及吕留良的文学形象描写大相径庭。作者选择吕留良案件为文学

材料的动机不同,其间接原因是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直接原因则是纪昀奉君于朝与袁枚

夷旷在野的差异。这背后显示了在朝集团与在野之士之间的张力:《子不语》中袁枚是为士人群体发声,纪昀在《阅

微草堂笔记》中则是为皇权话语正名。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分裂,代表了两人立场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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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末清初浙江大儒吕留良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①不过,与对吕留良理学文化、时文点评、政治思想的研

究相比,对其在文学生态圈里的研究则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关于吕留良在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研究与文学形象建构的差异性

表达,就更是一个崭新的议题。本文从吕留良作古之后出现的《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这两本笔记小说入手,比照已知史

料,追踪吕留良大案留存的相关文学线索,其中包括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诗文总集,从而寻找一个更为开阔多元的观察视角,诠

释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差异性。 

一、选择吕留良案件为文学材料的不同动机 

吕留良案件在清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要探讨纪昀与袁枚选择以吕留良案件为文学素材来进行相关文言小说创作的深

层动机,则绕不过雍正对吕留良的态度。雍正主要从儒家经典中提出论据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加以反驳。最为明显的就是,雍正

帝在诏谕里对吕留良引以为傲的理学道统提出质疑:像周、程、张、朱这样的鸿儒是不会有吕留良这样的贼子门徒。因为吕留良

在著述中多次模糊清廷的称谓,以此抗拒王朝归属,“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一大统之

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1]16。雍正还认为,吕留良更为罪大恶极的是以疆域藩王“兵

连祸结为幸”,“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闻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

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1]16 

除此之外,雍正也提到了吕留良“污蔑”“康熙甚吝”:“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

万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漫称康熙,其悖逆无状,

何太甚矣。即此数条,倡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他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1]18。 

在雍正看来,如果曾静只是冥顽无知受人蛊惑,那么吕留良就是那个热衷于给人下蛊的邪恶巫师。吕留良在浙江一带享有盛

                                                        
1作者简介:刘韵鸥(1995－)，女，重庆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2 

名,坐拥巨资,乡人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乃至地方官吏也不得不向吕留良这样的“地头蛇”低头,一上任便要

赠送匾额以示尊敬。“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

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照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扁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溺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

矣。”[1]19 

在清代“白色恐怖”高压下,时人多以鬼喻人,在志怪小说里寄托其对现实生活的诉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

价袁枚《子不语》为“文凭去雕饰,反近自然”的带有率意性质的志怪小说,评价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则是“立法甚严,博辨宏

通”[2]137。即使袁枚、纪昀作品的风格迥异,但无论是他们的创作还是他们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对于吕留良案件的真实看

法。 

在纪昀看来,吕留良在世时的种种行为,既不能被称为高风亮节的前朝遗民,也不能被称为当朝良臣。因为在明亡之后,吕留

良并没有像先贤伯夷、叔齐那样绝食以死明志,反而是做了清朝的贡生,吃了大清的皇粮。但作为贡生,却没能完成忠君之事,反

而在著作中四处诽谤朝廷、蛊惑百姓。所以吕留良是个与钱谦益一般的首鼠两端的小人,“殁罹阴谴”完全是罪有应得。纪昀的

看法与雍正帝在《诏谕》里对吕留良下的定罪判书的口吻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纪昀下笔时的动机和思路与清廷主流观点一脉相

承: 

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后,既不能首阳一饿,追迹夷齐;又不能敢影逃名,鸿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应试,身列胶痒,其子

葆中,亦高掇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则久食周粟,断不能自比殷顽。何得肆作谤书,荧惑黔首?诡托于桀犬之吠尧,是首鼠两端,进

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殁罹阴谴,自必由斯。[3]456 

但袁枚在《子不语》里,与当时清廷对吕留良的主流看法有较大差异。袁枚假借一个能入地府的萧姓道士之口,预言吕晚村

死后有剖棺戮尸之祸,夜叉牵着留良的铁链上写道“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显示着似乎地府里面对吕留良的定罪

便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4]。袁枚在用这个故事暗示吕留良真正过错之处是“谤佛”,在袁枚所处的时代,如果只是用“谤

佛”之言来应对吕留良的大罪,是否太过于轻慢?毕竟雍正帝在《诏谕》里面可是对吕留良的宗教倾向只字未提,反而是列举了数

条吕留良祸乱朝纲的极大恶行。因此,袁枚对吕留良的看法与雍正的定论截然不同。 

那么,袁枚是否在以这篇志怪笔记作品来帮助掩饰吕留良的反清言行呢?袁枚与清廷不同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暗含了他本人的

深层思想。从文学本位出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吕留良诗文集与时文点评,挖掘袁枚《子不语》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作

品在建构吕留良文学形象背后出现差异的原因,并从不同程度上展现文学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再创作、再解读。 

二、吕留良文学形象差异性的原因 

(一)间接原因: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 

纪昀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其晚年的文学创作也偏于考辨风格。其《阅微草堂笔记》被誉为清

代三大志怪小说之一,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给了《阅微草堂笔记》很高的评价:“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

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2]138 

在当时文学界号称“南袁北纪”的两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文本交流。纪昀作为一位法严考辨的文宗泰斗,在《阅微草堂笔记》

卷十八《姑妄听之四》里对袁枚在《子不语》中所提及的吕氏“谤佛太过”作出回应,他不认同袁枚在《子不语》里对吕留良的

看法,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 

纪昀认为,吕留良辟佛是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陆王为禅,既已辟禅,自不得不牵连辟佛”,并非其本志,所以也不能算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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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罪。随后,纪昀的论证里面又包含了两个要点,其一是“金人入梦”(1)以来,“辟佛者多,辟佛太过者亦多”,如果这样便治吕

留良的罪,肯定是不妥当的,这绝不是他的本罪。所以,要点其二便是通过引用五台僧之语“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

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衔昌黎不衔宋儒也”
[3]457

来说明昌黎所辟之佛乃“供养之佛”,就像“用兵者,先断粮道,

不攻自溃也”,是真切地影响到了僧人的切身利益,断了他们的佛家香火。而宋儒所辟之佛仅仅是“明心见性之佛”,这种学理上

的空谈对佛法传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吕留良辟佛就好比宋儒辟佛一般,仅仅只是“空谈”,“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

喧哄耳”。所以纪昀认为,吕留良的辟佛之说与他死后的遭遇没有任何干系:“录以为功,固为党论,录以为罪,亦未免重视留良

耳。”[3]457上述两点,分析可谓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在逻辑上可谓是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人攻讦的漏洞。纪昀在文学创作上的考辨

之风,由此可以看出一斑。 

而袁枚与吕留良同为浙江人士,后来隐居小仓山随园,他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具有江南诗性文化的特质。袁枚写诗主张

“性灵说”(2),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5]。因而,袁枚推崇文学应有个性特色,抒发真实性灵,

反对一味因袭古人、宗唐宗宋而流于空套。张少康先生曾指出,袁枚提倡“性灵”,并且把“性灵”理解为“性情”的同义语。[6]

也即是说,袁枚对“性灵”并未作出明确的定义,这看似随意对“性灵”一词造成的模糊化,也从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袁枚本人率

意随性的自由精神。 

袁枚的诗歌创作由于“性灵”的影响,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与个人性情,笔法朴实无华,几近白描。若有用典,则自然妥帖,富含

情趣,较之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更加深入而具体,其代表作《子不语》亦是如此。可以说,《子不语》是袁枚“性灵说”

的形象化的再现,《子不语》在文字狱背景下,对于每个个体的自由与性情的标举与张扬,是袁枚性灵文学主张的一个有力侧证。
[7]因此,《子不语》里的吕留良文学形象塑造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涉及的截然不同,袁枚对于“性灵说”的文学主张,可以

说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间接原因。 

《子不语》这部作品亦是江南诗性自由精神的展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百姓就崇尚武力,这就铸造了江南人民一种豪

迈张扬的性格。在经历了魏晋隋唐的文化转折后,这种个性虽隐藏潜伏,但却不曾消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则为强调情感的抒发

以及对于主体生命自由的向往。这种江南诗性自由精神典型地体现在袁枚的《子不语》之中。从命名上来看,《子不语》就体现

了袁枚的率意恣肆之笔法。圣人言“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袁枚的《子不语》却记叙“怪力乱神”之事,是对正统文化观念的一

种挑战。所以,在《子不语》卷二十四《时文鬼》里面,袁枚敢于假借一位萧道士之口讲述一个关于吕留良在地府阴司定罪“谤

佛太过”的故事: 

淮安程风衣,好道术,四方术士咸集其门。有萧道士琬,号韶阳,年九十余,能游神地府。雍正三年,风衣宴客于晚甘园,萧在席

间醉睡去,少顷醒,唶曰:“吕晚村死久矣乃有祸,大奇。”人惊问,曰:“吾适游地府间,见夜叉牵一老书生过,铁锁锒铛,标

曰:‘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异哉!”时坐间诸客皆诵时文,习《四书》讲义,素服吕者,闻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

未几,曾静事发,吕果剖棺戮尸。今萧犹存,严冬友秀才与同寓转运卢雅雨署中,亲见其醉后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无

所伤。[4]516 

姑且不论袁枚是否想要以“谤佛太过”来以退为进地在民间帮助留良洗脱其真实罪名,他试图挑战官方权威正史的文学再

创造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袁枚的江南诗性自由精神,已经深深烙印在其灵魂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与其在文学创作上主

张的“性灵”之说,亦是相互印证的。另外还需一提的是,袁枚带有反叛性质的“性灵说”,与他骨子里的南方属性似乎是一脉相

承。而与祖籍浙江慈溪的袁枚相比,来自浙江桐乡的吕留良身上也同样流着江南自由反叛精神的血液。袁枚主要活跃于乾隆时期,

此时虽然清朝当局的民族政策在前两朝的风声鹤唳之后逐渐趋于安定,但曾静、吕留良案的余音仍绕梁不绝,袁枚在《子不语》

里假借萧道士之口想象吕氏在阴间的生活就是明证,这至少从侧面说明袁枚对吕留良其人、其文有相当的了解。在吕留良留下的

诗文集中,有两首诗凸显了吕氏的反清意识。一是《人日同黄九烟饮》里的前两联:“鸡狗猪羊马复牛,排来件件压人头。此曹更

以儒为贱,吾道原无食可谋。”[8]二是《钱墓松歌》(3),其中的“正气长争日月光,奇才饱得冰霜力”与“阴霾毒瘴不敢入,穷崖自

闭苍琅根”
[8]37

两联形成对照关系,前两句的“日月光”暗示“明”,隐喻了吕氏为光复明王朝而斗争的决心。后两句的“苍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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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色,暗指“清”,诗句原意为险要的山崖使青根自己停止生长,寄托了吕氏盼望着清朝不日会自取灭亡。后半部分有几句诗的

反清意识则更为明显,“万苍不止三百多,只合题名洪武后。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君不见三代不复千余载,汉高唐

太犹虚悬。不妨架漏如许日,何况短景穹庐天”
[8]38

。这几句表面说的是元朝蒙古的统治“天荒地塌”,实则影射清朝满族统治的

日子也不会太久,用漏壶就能计算得清,会像元朝那样短暂灭亡。松枝的傲骨峥嵘仿佛也融进了吕留良不屈的江南血液里,这生生

不息的南方血脉,在乾隆时期的袁枚身上也能看见依稀的傲骨传承,与袁枚的“性灵说”一道,同流淌着北方血液的纪昀形成南

北对立的差异。 

因此,对于《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里的吕留良文学形象存在的差异,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

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间接原因。 

(二)直接原因:纪昀奉君于朝与袁枚夷旷在野的差异 

纪昀本身在清廷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朝廷的对立面。纪昀奉君于朝,是造成《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吕留良形

象与雍正《大义觉迷录》里的判词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直接原因。纪昀在朝廷位高权重,亦是一代文宗。纪昀一直是清廷官方

学术工作的领导人,凡有编辑修书之事,他都会参与。作为当朝位高权重的纪大学士,纪昀在文学创作上是清廷保持对外形象的最

佳载体。他遵从晋宋的传统理念:“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3]1,在创作中时时彰显着作为清廷官员的自觉,

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中,也同样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笔记小说中。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虽自称仅仅是为了“聊以遣日”[3]1,但其行文风格却立法甚严、尚质黜华,非常注重考辨。而且,他的

政治立场也决定了他决不可能仅仅为了“聊以遣日”而进行创作。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如是我闻卷四》借董曲江之口,

表达了对吕留良的真实看法:“凡罪应戮尸者,虽葬多年,尸不朽。吕留良……开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盖鬼神留使伏诛

也。……亲目击之。”[3]224从“盖鬼神留使伏诛也”可以看出,纪昀此番着笔意味着假借鬼神之说来阐明吕氏的罪大恶极,而鬼神

之说为表,清廷之责为里。 

在吕留良看来,历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异邦夷狄逐鹿称霸中原的根本祸源。自秦汉一统以后,天下间只有一个君主,在不断的

分分合合乃至改朝换代之后,国家甚至沦于异邦手中,这是吕留良最为气愤担忧的一点。吕留良在其诗文集与讲义中大量暗示了

他关于“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吕留良提及的时候都说得非常隐晦,但在当时的清廷掌权者看来,这些文字都敏感地

触及到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吕留良在讲义中曾提到:“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大事者。故

管仲可以不死耳。”[9]雍正年间的曾静对吕氏的这段微妙的话语理解得入木三分,他在《知新录》里说:“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

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10]
有关“华夷

之辨”的议题,是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埋下的一颗关于汉族民族气节的火种,这火种燃烧到雍正年间的曾静等人身上时,以星

火燎原之势突然爆发出来,让雍正得以注意并“出奇料理”。 

纪昀在文学创作上是清廷保持对外形象的最佳载体,也就是说,纪昀背后代表的是与清廷相同的中央式集权的政治立场。吕

留良著述中所涵盖的华夷之防以及支持诸侯分封的思想与纪昀背后所代表的中央集权政体呈现出完全悖离的趋势。 

吕氏的民族政治立场与纪昀作为清廷代言人所站的立场完全不同。如果说吕留良理想的政治体制是地方分权的诸侯封建制,

但清政府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王朝的体制已不断完善;如果说吕留良心中的华夷之分仍大于君臣之伦,但清政府的主流民族政策则

是偏怀柔的满蒙一体与满汉一家。不管是看政治体制还是民族意识,吕留良与清廷都站在了同一天平的两个极端上面。因此,位

居清政府权力中心的纪昀会在其作品中对吕留良进行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文学成就上与纪昀并称的袁枚,在政治前途上却与纪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为袁枚个性突出且不善左右逢源,官运一直

受到阻隔,升迁困难。袁枚年四十即辞官,隐居小仓山,便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悠游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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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枚处于在野的状态,他后期的作品奔放不羁,不拘成法,呈现出一种张扬的个性,是清朝士大夫阶层觉醒的体现。袁枚

用他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讴歌、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社会的真实理解,合乎性灵,关乎性情。他的无所顾忌,完完全全忠实

于个人主观的写作,争取个体价值,在当时“文字狱”背景下可谓独树一帜。 

袁枚在《子不语》中提到吕留良案件时,不像纪昀那样理性地把自己放置其中作为论述主体,《时文鬼》里通篇只有三个主

要人物:程风衣、萧道士与吕留良,其中萧道士是整个叙述的发出者,讨论的中心人物是吕留良。而程风衣与萧道士二人的形象介

于虚实之间。这二人的生平经历已无从考证,袁枚似乎有意地模糊了整个故事的背景,让整个故事孕育在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

玄妙境地,将对吕留良案件的更多思考留待后人评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故事里萧道士在阴司看见的“圣学不明,谤佛太过”

的锁链似乎只是一个隐喻,它打破了清政府官方对吕留良所做的盖棺定论的链条,却又以退为进地加上了一个“辟佛”的新链条,

抛砖引玉般地留给后人去打破。 

袁枚这样夷旷在野、追求性灵的士人精神,与大清的皇权话语由此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张力状态。吕留良在《子不语》中的形

象,与清廷主流建立的形象截然不同,袁枚的夷旷在野也当是差异性的直接原因。袁枚在《子不语》中实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在

精神上的一种超越,完美地表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人心志。 

三、政治面纱下的话语权衡与立场分裂 

关于“夷夏之辨”的议题历来是中国传统士人一个绕不过去的心结,尤其是当易代鼎革被异族取代后,此番黍离之悲更是格

外煎熬。明清之际,中国儒生遭遇了更大的困境。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来自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铁骑以一个外来民族的身份一统

中原,江浙大儒吕留良以“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义”的政治思想代表了明代遗民对于“异邦夷狄”一统天下的反对立场。 

清朝末期,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少文人有末路遗民之感,出于“吕留良情结”,对吕留良案结局有了自己的理解,比如姚永朴、

章太炎等学者开始以吕留良、黄宗羲的名号重振大旗,清廷不得不对所掌控的话语权作出一定的让步。至此,清代学者、士人将

吕留良言论标榜为对抗独裁势力的公议,使吕留良名声从文字狱案犯转为道德跫音之先驱。 

吕留良作为雍乾时期文字狱的重要个案,其形象差异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变化,不仅展现了当时清廷统治下满汉民族关系战略

的演变轨迹,也暗示了清廷皇权主流意识与士人话语权力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了在朝集团与在野之士之间的张力。如果

说《子不语》中袁枚是为士人群体发声,那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是为皇权话语正名,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分裂,代表了

两人立场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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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卞僧慧《关于吕留良的几个问题的剖析》(《天津社会科学》1986 年第 3期)、王俊义《雍

正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与吕留良研究——兼论文字狱对清代思想文化发展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2001 年第 2 期)、李淑清《吕留良后裔在北疆的活动及贡献》(《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张泓《清代笔记小说对

文字狱的述载——以〈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吕留良案为例》(《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期)、

施婧娴《清代雍、乾时期“吕留良案”新探——以吕留良时文选评为考察中心》(《理论界》2013 年 11 期)、张天杰《吕留良时

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以〈四书讲义〉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期)。 

2(1)金人入梦:金人指佛。汉明帝永平七年(64)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汉明帝刘庄梦见一个金人从西方而来,大臣傅毅认为这是

西方的佛。于是汉明帝派人赴天竺求佛法,最后使臣以白马驮经归来,即“金人入梦,白马驮经”。汉明帝遣使求佛,标志着佛教

的传入得到官方的认可。见《后汉书·西域传》等。 

3(2)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清代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袁枚的“性灵说”是对明代以公安派袁宏道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

拘格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4(3)吕留良曾于康熙八年至二十一年间三次偕桐乡张履祥、吴江王寅旭、海宁许大辛、嘉兴巢湍民、澉浦吴汝典等遗民,应

钱汝霖之邀来钱墓南北湖盘桓。他们曾想利用南北湖群山环抱、谭仙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起兵抗清。结果因清兵长驱直

入,南明政权陷入内乱,最后未成事。他们在驻“湖天海月楼”期间,吟啸于钱墓松林间,有反清复明的诗歌数十首,其中以吕留良

的《钱墓松歌》最为著名。 


